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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畔水滨：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
罗时进

［摘要］　江南遍布的山庄园林、无数的居宅堂室，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场。文事活动
中 “活的元素”（文人）、“静止的元素”（文本）都被注意或重视，而介于 “文人”与 “文本”之间的 “物质
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考察清代江南地区的 “水环境”，探讨与 “水”相关的 “场景”与文学
社团发展的关系，可以看出江南文人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了以水为环境特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
长期被感知又反过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共存的耦合关
系。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大量写于湖畔水滨的作品及其背后群体活动的故事，成为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
会性的认知地图，是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照，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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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有得天独厚的山水之胜，有遍布城内或
郊野的山庄园林，以及无数平凡或不平凡的居宅
堂室，这些都成为文学群体或文学社团创作的现
场。通常我们对文事活动都注意 “活的元素”，
其核心是文人；抑或重视 “静止的元素”，主要
是文本；但介于 “文人”与 “文本”之间的 “物
质元素”———地点场景———往往被忽略了。而地
点场景恰恰构成了当时作家创作的条件和感知

对象，也成为特殊的空间记忆进入作家创作之
中。因此，所谓 “场景”应该作为文学创作的
“先期文本”来看待， “后期文本”与 “先期文
本”存在着天然的、内在的联系。本文着重对
清代江南地区 “水环境”进行考察，由此探讨
与 “水”相关的 “场景”同文学社团发展的
关系。

一、水环境与江南文人的耦合关系

江南具有丰富的水资源，水是构成江南自然

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基础条件。水环境对
文明的形成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水的历史
文化意义，俄国著名生物学家梅契尼柯夫在 《文
化与伟大的历史河流》一书中认为： “水不仅仅
是自然界中活动的因素，而且是历史的真正动
力……不仅仅在地质学界和植物学界的领域中，
而且在动物和人类的历史上，水都是刺激文化发
展，刺激文化从河流系统地区向内海沿岸，并从
内海向大海过渡的力量。”［１］（Ｐ２３７）把水视为历史发
展的真正动力，是极富见识的，我们在研究江南
文学的发展与贡献、讨论江南文学社团的形成与
特点时，如果要选取和切入那些与本质相通的因
素，自然应关注水环境。
江南具有江、河、湖、海一切水环境的优

势，而其中太湖之 “水”具有核心的地位。 “太
湖，巨浸也。东西洞庭，奥区也。山在水中，目
景斯聚，心景斯别。从旷处望，三吴数百里不能
遁形。”［２］（Ｐ４８２）浩瀚广袤的太湖是江南之母，她决
定了江南的性格，也维系着江南的存在。 “惟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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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国，民以田为命，田以水为命，水不利则为
害。”［３］ 《宋史·食货志》也说： “大抵南渡后水
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４］（Ｐ４１８２）。明人
吕光洵 《修水利以保财赋重地疏》亦云： “今天
下大计，在西北莫重于军旅，在东南莫重于财
赋。而苏、松等府，地方不过数百里，岁计其财
赋所入，乃略当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
民得擅水之利，而修耕稼之业故也。”［５］除 “耕稼
之业”外，栉比鳞次的市镇也蕴藏着极大的经济
发展潜力。在江南， “四周皆大泽，环之如带，
其中林木掩映，港汊蟠曲”［６］的市镇不可胜数，
其得 “擅水之利”也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水为江南的交通带来了

便利，开阔的水面境域，四通八达的水上路线，
纵横交错的水陆交通，形成了门户开放的态势。
顾祖禹在 《读史方舆纪要》中曾这样描述松江：
“雄襟大海，险扼三江，引闽越之梯航，控江淮
之关键。盖风帆出入，瞬息千里，而钱塘灌输于
南，长淮、扬子灌输于北，与松江之口皆辐列海
滨，互为形援。津途不越数百里间，而利害所关
且半天下。”［７］（Ｐ２７０—２７１）而清代苏州 “商贾辐辏，百
货骈阗。上自帝京，远连交广，以及海外诸洋，
梯航毕至”［８］（Ｐ３３１）。江南向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
中，在文化观念上得风气之先，本土传统观念与
新观念、新思潮在这里交汇激荡，形成了多元文
化的态势，江南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态势中得以发
展的。
这里让我们看一看英承科 《湖光山色记》所

云：“宋圣简为余两弟设皋比于挺秀堂，时为余
谈包山胜概，属寰中第一。余时神往，谓他日一
了经 生 债，便 当 买 扁 舟，浮 沉 七 十 二 峰
间。”［９］（Ｐ１６５—１６６）陈去病 《松陵诗派行》站在文化高
度总结道：

端委化俗文明开，延陵观乐中原回。四
科言氏尚文学，宗风肇起孳胚胎。加以太湖
三万六，澄泓渟蓄何雄恢。朝钟夕毓孕灵
秀，天然降兹攀奇才……笠泽丛书才告成，
松陵唱和多新制。因斯篇帙盛流传，踵事增
华发凡例。三高祠宇乍经营，亭子鲈乡斗清
丽。滩 名 钓 雪 桥 垂 虹， 风 景 吴 江 绝
尘世。［１０］（Ｐ１２）

这首诗很长，作者以松陵一地为例说太湖之

广，水之丰沛，对文学人才代出具有重要的养
育、推助作用。江南一地得太湖胚育成长的诗人
远不止松陵一地，可以说，整个环太湖地区的文
人都为之涵括，其栖居于此，感兴于此， “山水
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１１］（Ｐ５）。归
有光云： “太湖汪洋三万六千顷，七十二峰沉浸
其间，则海内之奇观矣。”［１２］（Ｐ４１９）皇甫汸云： “吴
乡信云美，山水饶嘉丽。迭 表参差，层峦隐亏
蔽。时惟二月芳，雨散千门霁。蕙畹荡云滋，兰
皋屏氛翳。独携丘中琴，言鼓江上枻。结友遵岩
阿，寻僧指林际。仰看众鸟翔，俯悦鲦鱼逝。物
理相因依，余踪且留滞。”［１３］（Ｐ５４０）文征明亦云：
“吾吴为东南望郡，而山川之秀，亦惟东南之
望……言山川之秀，亦必以吴为胜。”［１４］（Ｐ１２６３—１２６４）

这里对 “吴乡”之美的歌颂，其物理与情感 “因
依”的基础乃在于太湖及其腹地之山水。
江南的范围应该怎样界定是需要讨论的。理

论上，今天以长江下游 “江之南”地区皆称江
南，但这是较为宽泛的，如论其核心地区仍然应
该是明清时代苏、松、常、镇、太、杭、嘉、湖
七府一州所涵盖的地方。梁启超在 《近代学风之
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曾指出：

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
代人文之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
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然其学风所
衍，又自有分野：大抵自江以南之苏、常、
松、太，自浙以西之杭、嘉、湖，合为一区
域；江宁、淮扬为一区域；皖南徽、宁、
广、池为一区域；皖北安、庐为一区域；浙
东宁、绍、温、台为一区域。此数域者，东
南精华所攸聚也。［１５］（Ｐ６０—６１）

将 “江以南之苏、常、松、太，自浙以西之
杭、嘉、湖，合为一区域”，不仅符合近代学风
的地理分布，也符合文学的地理分布。需要指出
的是，在这一地域范围对水环境与文化、文学的
关系的考察，除了应关注密集的太湖水网外，杭
州西湖无疑也应作为一个重点。
西湖在江南文化、江南文学发展中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虽然西湖之地域范围与太湖无法比
拟，且西湖由泻湖到筑塘与海隔绝，从而使湖水
逐渐淡化成为城郊优胜水境，其间历代开浚之力
甚着，这与太湖完全由自然造化而成亦非同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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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西湖特殊的美学构造形成的集约性优美山
水意境恰恰与开放性的太湖相对照。吴庆洲先生
分析道：“西湖除去邻接市街的一面，三面环山，
这样，山遮挡了视野，限定了视界，而这一闭锁
性反而令湖水成为前景，使一个独立的山水构图
浮现出来。而且因为西湖也正好是视界能容纳的
大小，对游览者来说，作为没有显著差别的映
射，盘结在各自的心里。山水的配置，防止了游
客对于景观注意力的扩散，起到了向某一种意象
集约的效果。”［１６］（Ｐ６６）

苏轼曾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
盖不可废也。”［１７］（Ｐ８６４）如果说浩瀚的太湖造就了江
南的美学身段的话，那么西湖之于江南，亦似眉
目之传神，而宋代以来形成的西湖十景，连同唐
代李泌、白居易，宋代林逋、苏轼，元代赵孟
頫、黄公望、杨维桢等一大批著名文人留下的人
文遗迹，更为西湖增加了美学空间，使之成为文
士向往的绝胜佳境。至明清两代杭州的城市影响
有扩大的趋势，西湖文学亦蔚为大观。《西湖志》
卷十九曰： “西湖名流辈出，或选胜而来，或抱
奇而处，山高水长，有令人流连向往而不能置
者。”［１８］江南文人是如何心仪西湖的，从王应奎
《海虞诗苑》中关于清代海虞诗人王维宁的记载
可窥一斑：

维宁，字古臣，隐居邑东之韩庄，自号
寒溪子。好游山水，而又善画，所至辄图其
胜以归。尝与友人结西湖看花社，岁必一
往，计一生湖上游迹，凡二十七度云。人有
延之为师者，君必访其居，有园亭、竹树可
供赏览者，然后就之。得束修钱，辄出片楮
裹置漉囊，曰：此吾快游具也，其负胜情如
此。嘉定黄陶庵尝序其诗，拟诸方玄英、陆
鲁望，庶几得其伦矣。［１９］（Ｐ５４）

王维宁 “岁必一往”西湖，平生凡二十七
次，且专门组织文学社团 “西湖看花社”作群体
性的 “快游”，可谓对西湖情结的极致化，很有
代表意义。其中反映的文人与水的亲和感情，文
人对水的依赖关系，是颇能说明文人和文学社团
在江南水环境中发展的 “心理———审美”因素
的。“名区胜境必待人而后显，果其人功业文章
足为湖山增重，则不必尽属浙人自当与西湖并垂
不朽，至迁客骚人、缁流羽士亦例得并载。”［２０］

天下文人墨客都是西湖的欣赏者和文学创作者，
而江南文人有地利之便，更能满足对西湖的审美
愿望，以之为题材的作品极多。
太湖与西湖胚育了苏州和杭州两个中心城

市，也滋润繁茂了由这两个城市连接的江南沃土
上的文学。江南文人散布在广袤的江南地域中，
用文学书写的方式建构着文本上的以水为环境特

征的自然，同时这种自然环境在江南文人的生命
过程中长期被知觉渐而类化为特定情感，又反过
来建构了江南文人的文学经验，生成了某种文学
观念。这种双向建构使江南文人和水环境形成了
相须、共存、并演的耦合关系。这在清代文学社
团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特定文化空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乐群”是文人的普遍
心理倾向，并深化为一种 “社会性地体现在身体
中的”惯习［２１］（Ｐ１７０）。这种群体心理往往通过
“聚”来表达，“夫士必有所聚，穷则聚于学，达
则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以托其幽闲之
迹，而忘乎阒寂之怀。是盖士之无事而乐焉者
也。古之为社者，必合道艺之士，择山水之胜，
感景光之迈，寄琴尊之乐，爰寓诸篇章，而诗作
焉”［２２］（Ｐ５９７）。可见文学社团是文人 “乐群”精神
的产物，而当庙堂朝殿、莲府官署这样的空间被
一些文人否定或放弃了之后，山水空间便成为
“聚”的重要选项了。
山与水本相互依傍，文人往往并置而言，文

学作品中 “山水”往往连绵孪生。但就现地、场
景而论，在 “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六”［２３］（Ｐ８）的
江南，文学社团最常见的是以水环境为首选文化
空间。清代江南士族吟咏酬酢的群体性文学活动
往往即在湖畔水滨进行，甚至可以说凡水边湖岸
无不有文学社团活动，许多文学社团便直接以水
名作为社团之称，这里略举数例：西湖诗社、平
泉诗社、西溪吟社、花川诗社、南湖瑶纶阁社、
南湖吟社、秀水诗课、绿溪诗社、莺脰湖诗社、
柳洲八子、鹦湖花社、清溪社、溇上诗社、苕溪
诗社、双溪诗社、语溪澄社、鸳湖吟社、竹溪诗
社、春湖吟社、泖东诗课、泖东文社、棠溪诗
社、莺湖九老会、金溪五老社、蓉湖吟社、梁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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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槐江社、苕溪社。①

其实仅凭社名来判断文社或诗社是否与湖畔

水滨有联系还是比较机械的，即使以江干社、汐
社、水村诗课、湖舫吟社、五湖诗社之类有
“水”为符号的名称来认定社团与湖畔水滨的关
系也会陷入教条。以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年）春陈
希恕等在吴江盛泽创立的红梨社②来说，社名似
乎与水无涉，其实不然。周梦台 《红梨社诗钞
跋》言： “吾乡有水名红梨渡。”［２４］据 《盛湖志》
载：“红梨荡在盛泽荡北，邑沈志名白马寺后荡，
昔人种红梨于湖滨，故名。国朝康熙间里人俞南
万开设渡舟，建凉亭，以通谢天港来往之路，因
名俞家渡。”［２５］由此可见，“红梨社”其实亦因水
而名。只要认真考察，这类情况会发现很多。
为什么江南文学社团往往选择以水滨湖畔为

文学社团活动的现场？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起主

要作用。
一是水路通达，舟楫甚便。江南多水，而当

时水路交通也优于陆路交通，舟楫往来较为方
便，与山区道路崎岖阻隔颇为不同。中唐时期李
肇撰写 《唐国史补》，在论及江南的区域优势时，
就着重强调 “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
利，舟楫居多”［２６］（Ｐ４４８）。正是处处 “无不通水”
而 “舟楫居多”的便利，使整个环太湖地区文人
的联系相当密切，文学社团网络由水湾港汊、湖
滨汀州层层组合连接起来，呼远唤近，脉息相
通，社团的组织状态于焉形成。
明末清初社集活动伴随着政治潮流风卷云

涌，复社作为文学色彩涂抹下的一个具有极强政
治诉求的民间社团，声势浩大。张溥登高一呼之
下，应者云起雷动。复社开展了三次大规模的集
会活动，分别为吴江的尹山大会、南京的金陵大
会和苏州的虎丘大会。这三次大会都极富江南水
国特色，即舟上往还大张旗鼓、水滨浪漫竭尽风
流。陈去病在 《五石脂》中记录了复社集会舳舻
绵延的盛况：

松陵水乡，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
嘉会，辄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风波为
苦也。闻复社大集时，四方士之拏舟相赴
者，动以千计。山塘上下，途为之塞。迨经
散会，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侣，经过赵
李。或泛扁舟，张乐欢饮。则野芳浜外，斟
酌桥边，酒樽花气，月色波光，相为掩映。
倚栏骋望，俨然骊龙出水晶宫中，吞吐照乘
之珠，而飞琼王乔，吹瑶笙，击云璈，凭虚
凌云以下集也。［２７］（Ｐ３５３）

复社旗下诸多社团关系复杂，张溥于崇祯十
四年 （１６４１年）逝世，同声、慎交二社生出种
种嫌隙。身为一时文坛巨魁的吴伟业出面调和，
折冲樽俎，顺治十四年再次将各社揉拢起来，倡
导成立十郡大社，决定续崇祯年间盛事，仍然在
虎丘举行集会。③ 据记载：

癸巳春，同声、慎交两社各治具虎丘申
订，九郡同人至者五百人。先一日慎交为主，
次日同声为主……会日，以大船廿余，横亘
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
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２８］（Ｐ１４６３）

江南四处通水而舟楫居多，不但为男性开展
文学群体活动带来了拏舟而行的方便，而且清代
女性文学社团活动亦往往在水上、舟中。在这方
面，蕉园诗社是一个典型。吴颢曾这样记载蕉园
诗社才性文气极盛的女诗人在西湖出游授管分笺

的情景：
是时武林风俗繁侈，值春和景明，画船

绣幕交映，湖漘争饰，明珰翠羽，珠霄蝉
縠，以相夸炫。季娴独漾小艇，偕冯又令、
钱云仪、林亚清、顾启姬诸大家，练裙椎
髻，授管分笺，邻舟游女望见，辄俯首徘
徊，自愧弗及。［２９］

显然 “舟楫”与 “水滨”构成了清代江南文
学社团一个特具情韵的文化空间和创作现场。地
之便、水之利，都成为江南文人乐群雅集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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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以上所列社团均见笔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清代环太湖地区文学社团与文化生态研究”（１０ＢＺＷ０５６）结项报告书。

该社成立时推举周梦台为社长，其社员主要有周梦台、唐寿萼、冯泰、陈希恕、张宝璇、张沅、仲湘、沈烿、贾敦临、张宝
钟、史致充、金钟秀、沈汉金、沈曰寿、沈曰富、沈曰康、陈应元、杨秉桂、翁雒、金作霖、沈焕、杨澥、张开福、赵懿、张衔、张
钧、吴山嘉、叶树枚、蒋宝龄、吴鸣锵等。

王应奎在 《柳南续笔》中对这次集会的情况也有所记载： “顺治癸巳重三日，吴门宋既庭、章素文。复举社事，飞笺订客，

大会虎丘，而延太仓吴祭酒莅盟焉。时远近赴者，几至二千人。舳舻相接，飞觞赋诗，歌舞达旦。翌日，各挟一小册，汇书籍贯、姓
名、年庚而散。”参见王应奎：《柳南续笔》卷３ 《虎丘社稷》，１８６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条件。
二是湖畔忘机，栖水高逸。清代江南文学社

团每每以湖畔水滨为自我文化空间，还在于水环
境提供了隐逸氛围。明清时代文人结社，除复社、
三千剑气社、南社等政治色彩明显的社团外，绝
大多数都与隐逸具有通约性，很多文人结社的事
迹往往见于地志的 《隐逸传》，如 《常熟县志》
载：“钱润，字惟霖，布政使昕族弟。性高旷，席
有丰业，不以家萦怀，独喜近林薮词墨士，与邑
善诗者为吟社，每月集于其家，遇风雨必遣舟舆
迎之。客至，出所业评窜，夕而后散。时以醪米
馈遗，口不及俗事，人或犯之，茹而弗校，以是
岁租常不入。诗温丽可诵，书仿宋仲温。”［３０］ 《苏
州府志》载：“陆志熙，字予敬，长洲人。吏部郞
中康稷子，明末由诸生选贡。尚气节，工诗文，
承先志，不谒选人。康熙初，迁昆山南星渎，与
归庄、王晨、吴殳辈结社赋诗。”［３１］

隐逸，是文人结社的基本出场状态，也是选
择水滨湖畔的心理意向。即如上述的南社，我们
虽然能够读到诗人们在社团成立时乘船至虎丘雅

集的诗句 “画船箫鼓山塘路，容与中流放棹来。
衣带临风池水绉，长眉如画远山开”［３２］（Ｐ１１４），能
够感受到时代的鼓声中 “容与中流放棹来”的侠
义剑气；在后来的鸥社①阶段，也仍然可以在
“碧浪粼粼软，轻舟荡漾来。荒村围古树，斜塔
倚颜台。云影孤帆静，歌声几处哀。浊酒如可
买，遣兴且衔杯”［３３］的诗行中听到云影孤帆歌声
沉哀，可知轻舟荡漾也有与时代相通的脉息。但
总的来看，隐逸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诗遇知
音堪结社，瓶储余粟可致仕”［３４］（Ｐ５０６）是清代文人
结成文学社团的一般动因，而 “独坐看梅倚钓
矶，与梅相对澹忘机”［３５］（Ｐ５４２），则是湖畔水滨社
中人普遍心态。
有一个例子颇能说明江南文人湖畔忘机、水

滨高逸心态。清末民初柳亚子请擅长丹青的南社
成员陆子美绘 《分湖旧隐图》，并于次年广征众
社友题咏。陆子美水墨 《分湖旧隐图》浩渺澄

静、荒寒凄清，表现出浓厚的向隐之意， “分湖
便是子陵滩”的隐逸流脉构成了一片水国气象。
该图题咏前后长达七年，其作品数量近三百篇，
诗人们都洞透并呼应其中的隐逸内涵。王德钟诗
云：“鱼庄蟹舍两模糊，渺渺山连淡淡湖。绝妙
分湖好点缀，一丛密树一丛芦。”余十眉云：“烟
波十里荻花秋，张翰莼鲈渺渺愁。输与当年杨铁
笛，画船犹得载花游。”徐大纯云：“葭苍露白吟
无已，知是诗人忆故乡。”朱剑芒云：“文章憎命
隐樵渔，露白葭苍忆故居。”［３６］（Ｐ２５－１４１）袁圻云：
“我是风尘倦游客，买田也要傍分湖。”［３７］（Ｐ３６６）戴
德章云：“如此风光如此宅，何妨归隐做神
仙。”［３８］（Ｐ４３８３）水环境与世俗之间形成了一道隐然
的隔离带，当诗人们占得一片水滨湖岸幽胜佳地
时，自然生出渔樵之思，抒发出离开现实世界是
非后心与物冥合，尘俗烦恼澹然俱忘的情怀，其
心境清净愉悦，姿态潇洒澹荡。
三是接踵前贤，追步风雅。清人选择水滨、

湖畔、舟上作为社团活动的现场，也是对前人结
社文化记忆的再次展开。前贤曾经将那些地方作
为文学现场置酒高会联袂唱和，湖山啸咏极尽风
雅，特定的空间留下了文学映射，成为江南士族
阶层的集体记忆。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对空间的选
择及其行为模式，都带着对过去的风雅识记、保
持和再现的意义。西湖是一个典范性文学地景，
这是历代文人会聚酬唱的胜地，嘉靖年间以 “西
湖八社”著名，明末又现 “西湖八社”，而清代
杭州的不少诗社都追步风流。吴庆坻 《蕉廊脞
录》卷三 《杭州诸诗社》云：

吾杭自明季张右民与龙门诸子创登楼

社，而西湖八社、西泠十子继之。其后有孤
山五老会，则汪然明、李太虚、冯云将、张
卿子、顾林调也；北门四子，则陆荩思、王
仲昭、陆升黉、王丹麓也；鹫山盟十六子，
则徐元文、毛驰黄诸人也；南屏吟社，则
杭、厉诸人也；湖南诗社，会者凡二十人，
兹为最盛。嘉道间，屠琴坞、应叔雅、马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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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鸥社是南社的一个分社，据鸥社发起者之一胡朴安的介绍：“民国九年，我们几个在上海南社的朋友，由子实与我发起，组
织了一个鸥社。”“诗中所言之人，只孙小舫一人，非南社社员，是子实同事也。我们这个鸥社，每月雅集两次，继续有一年半之久。

当日各人每次雅集诗之手迹，我处尚存一册。” “鸥社虽非南社，而除孙小舫一人外，皆是南社社员，故其诗亦可编入 《南社诗话》

中，为南社增一故实。”参见曼昭、胡朴安：《南社诗话两种》，１５２－１５３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药、陈树堂、张仲雅诸人有潜园吟社，而汪
氏东轩吟社创于海宁吴子律，小米舍人继
之，前后百集。舍人刊社诗为 《清尊集》。
戴简恪寓杭州天后宫，有秋鸿馆诗社，亦骖
靳焉。潜园、东轩皆有图。 《东轩吟社图》，
费晓楼画，今尚存；汪氏 《潜园图》，则不
可得见。咸同以后，雅集无闻。光绪戊寅，
族伯父筠轩先生创铁华吟社，首尾九年。先
生殁，而湖山啸咏风流阒寂矣。［３９］（Ｐ９６）

以上社团并不都以西湖为唯一社集场所，但
无不有湖山啸咏。金埴 《巾箱说》：“周渔山字复
庵者，自号天台山人。善摄生而工诗。康熙壬
午，年百有七矣！予与吴子宝崖、陈琰举吟社于
西子湖头，名流百辈，远近咸集。山人翩跹而
来，神韵轻举。”［４０］（Ｐ１５７）袁枚 《随园诗话》卷三
载：“乾隆初，杭州诗酒之会最盛。名士杭、厉
之外，则有朱鹿田樟、吴瓯亭城、汪抱朴台、金
江声志章、张鹭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门京，每
到西湖堤上，掎裳联 ，若屏风然。”［４１］（Ｐ９３－９４）西
湖堤上的风雅可见一斑。其实不仅诗骚一流，即使
如藕花居文社之类，又何尝不以西湖为文学天地，
“举湖山之寥廓幽邃，以供吾侪之啸咏”［４２］（Ｐ８０）呢！

另一个突出的文学地景是嘉兴之鸳鸯湖。鸳
鸯湖虽仅一隅，却因自然风光绝胜而成为历代文
人墨客流连唱和之地。其赓和之什、联唱之章，
自唐宋以来蔚为大观。刘长卿 《南湖送徐二十七
西上》为较早歌咏鸳鸯湖风光的作品： “家在横
塘曲，那能万里违。门临秋水掩，帆带夕阳飞。
傲俗宜纱帽，干时倚布衣。独将湖上月，相逐去
还归。”［４３］（Ｐ２４９）苏轼亦有 “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
夜傍鸳鸯起”之句［４４］（Ｐ４１０）。宋朱敦儒晚年隐居嘉
禾，卜居鸳鸯湖畔之放鹤洲，与文人雅士悠游其
间，作 《樵歌》多咏鸳鸯湖。前人虽未见结社之
举，但其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如朱敦儒，既解组
南归，筑室鸳鸯湖畔为读书堂，道光年间的鸳水
联吟社曾以之为题作社诗，以表达对前贤的追
慕。清初朱彝尊作 《鸳鸯湖棹歌》一百首，以诗
歌的形式对鸳鸯湖及嘉禾一带的风土民情及地方

掌故进行描写，影响巨大， 《鸳水联吟集》卷二
十所载 《题小长芦钓鱼师图》，即是以禹之鼎为
朱彝尊绘写的 《小长芦钓鱼师图》为目进行专题
性集体唱和。沈筠 《鸳水联吟·草堂雅集》有风

流五百年、鸳社继今日之说。显然，道光年间的
鸳水联吟社正是继美前贤，是对历史的贯通
衔接。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累积进步的过程；文学

家从来不是孤光自照者，都是在对先贤的记忆中
成长的。优胜的水环境是清代江南文学社团天然
受容的精神和物质财富，而他们是湖畔水上文学
史最有力的续书者，他们行为上仿效前人风范，
写作上参照原生文本，在自己的时空中开掘新的
文学话语。

三、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自然书写

“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４５］（Ｐ２２）清代
江南文学社团二百多年间在湖山秀水的物质空间

中活跃着、显示着自我存在的意义。这种存在感
是在 “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４６］（Ｐ１１５）

的自然书写中产生的，而意义的彰显，则来自于
江南文人的生命体验与环境所累积的互动。
清代文人以社团的名义群体性地走向了山

水，在天赐的诗境中表现以山水为乐趣，人与自
然融为一体的心志。这种境界颇似寒山所说的
“野情便山水”［４７］（Ｐ５８２）。山水中天然具有的野逸的
生态因素能够与主体精神交会契合，满足人身体
安逸的生理需要和心理自由的审美需求。江南既
然给予了他们天造地设的自然环境，取境适性便
是文人的权利，社团共趋于此，依存于此，则显
示出文人群体的意向。如果我们要解释为什么清
代江南文学社团那样热衷于集体性地潜于文、游
于艺，是不能不考虑 “山色七十二，湖光三万
六”的环境因素的。
欲说明清代江南文学社团与湖畔水滨之依存

关系，不妨稍稍检视一下不少社团留下的 “雅集
图”。自兰亭修禊以降，文学社团活动每有雅集
图录。此类图画，地域特征相当明显，而江南之
雅集之绘，往往以水环境为背景，或一定程度纳
入湖光山色。试看清嘉庆年间的 《泖东莲社图》：

其一人负手蕉阴者，青浦何其伟书田。
自蕉阴卷幄界石阑中，背幄设树根床坐而拈
髭者，山人也。绿衣撰杖者，山人之少子嘉
禄……迥溪枉渚，沄沄荡空，双鹤翔其上，
一人行而至举手，若有所指者，夏璇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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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临流涤砚者，高崇瑚鞠裳。两人乘野
航，泛泛出芦荻间，欹坐船首者，姜皋小
枚，弄篷船尾者，改琦七芗。披袈裟度桥
者，西林退院僧寄公觉圆也。当投壶处，隔
水露一屋，启其牖，一人执笔对镜，自写其
面，面出于镜中者，南汇王埙和中。倚几观
之者，恕子六郎也。［４８］（Ｐ５９）

图中共描绘了二十四位社员，起始似都不见
河影水光，然而自 “迥溪枉渚，沄沄荡空”始，
临流涤砚者、野航者、渡桥者、隔水执笔对镜者
相继出现，芦荻、篷船、板桥接踵而至，将泖东
莲社整体性置于阔幅水景之中，突显出社团群体
与水境的关系。道光四年 （１８２４年）杭州 《续
东轩吟社图》则直接从溪水背景落墨： “灌木依
岩，略彴横水，随负花童子度而来者，汪剑秋
也。一童子扫花径，穿岩背出老树下，倚石阑执
葵扇者，秀水庄芝阶仲方。背侍女郎，指池荷而
语者，黄芗泉士珣。池旁石壁插天，曲阑尽处，
童子涤砚，坐石上填词者，项莲生鸿祚。水槛半
露，二人对坐其中，女郎执拂侍者，为余杭严鸥
盟杰及小米，小米执卷若问难状。”［４９］沈宗骞的
《竹溪雅集图》中 “松窗待鹤，水亭约鸥。瀹清
泉而促坐，倚修竹而少休”［５０］、王育的 《娄东十
老歌》中 “垂纶戴笠者鸿逸，志乐山水无与
匹”［５１］，虽然只有一笔，但都起到对水环境的点
睛之效。
正因为如此，我们分析清代江南的文学社团

何以以湖畔水滨为文化空间，是不能缺少环境美
学视角的。如果说是湖山秀水吸引了远近文人当
符合事实。且看鸳鸯湖：“淑景布丽，微风扇和，
青莎绿堤，虹梁跨波，都人仕女，往来婆娑。列
绮席，间清歌，扬桂楫，浮彩舸，以乐时雍，既
丽且都。又若潦水尽，寒潭澄，天翳绝，湖镜
平，望颓阳之西下，见明月之东生。渔歌互答，
水调凄清，轻艖短棹，比渚连汀；实豫且之攸
乐，匪伊人之所恒。”［５２］（Ｐ４０－４１）陶元镛曰：“鸳鸯
湖，久著名胜。广袤不过百余顷，而来有源、去
有委，水利之潴泄系焉。楼台烟雨，杨柳湖塘，
风景之清茜属焉。自宋以降，骚人羁士，流连歌
咏，篇什綦繁，近虽风雅道微，而远客戾止，无
不汲汲以游鸳鸯湖、登烟 雨 楼 为 预 定 之 游
程。”［５３］（Ｐ２）鸳水联吟社今存社集 《鸳水联吟集》

中所列社友１７３人，以嘉兴、苏州两府最多，亦
有来自杭州府、湖州府、松江府、温州府、宁波
府者，每次文会都有三十多人前来参与，不能亲
与者则邮筒寄诗，共襄联吟雅举，这关乎社友间
之人情，亦关乎内在审美之需求。
湖山秀水凝聚了江南文学社团，也锻铸了他

们的文学品位。吴江的荇藻湖，是太湖支流的一
汪碧波，云烟水竹，湖光秀丽，是道光间红梨社
雅集的向往之处。红梨社集第六会 “七子荇藻湖
观荷，以白石词 ‘水佩风裳无数句’分韵”，此
次雅集社长周梦台因病未能参加，事后所作 《荇
藻湖观荷诗序》颇可一读：

夫人端居一室，心常湛然其中。及有所
托，则虽在微物，皆得造端兴起，以自写其
用情之所致。况地有烟波之胜，人多著作之
才，具一时之选也。今年余假榻沈氏，以主
人雅故，得与里近同志诸君子昕夕相见为乐，
且时时以诗作会，会无杂宾，诗各言志……
诸君子有荇藻湖观荷之举，余以不得与为
恨，诸君子亦未尝不以余之不与为恨也。诸
君子分韵赋诗，汇而录之，余疾未尽愈，读
之若身入其中，而不知疾之失也。荇藻湖在
雁湖东，是水耶？是花耶？洋洋焉，并效于
心目之间，意得而神动，更若有不能不形之
于言者。余本无所托，因诸君子之所托而托
之，亦乐也。［５４］

读 “是水耶？是花耶？洋洋焉，并效于心目
之间，意得而神动，更若有不能不形之于言者”
数语，知湖水之美如何感动诗人，如何胚育出江
南文会的美学灵气。前文论述到文人结社几可与
隐逸通约，事实上这种隐逸是很难归到传统的
“小隐”概念中去的，其所呈现的雅趣显示出的
是一种化入身心的赏心自得，一种近乎奢华的美
感。试看：

春光妍媚，柳暗花明，兰亭流修禊之
觞，华林驰校射之马。湔裙人远，胜纪长
安；袚宴汀回，诗题曲水。上巳之辰，古称
佳日，时维甲寅，南社开第十次雅集于歇
浦，裙屐咸集，车马载途。既茗话于名园，
复飞觞于酒阵。赏心乐事，把酒论文，泚笔
记之，留为佳话。［５５］（Ｐ１７４５）

在湖畔水滨举行文会，自然环境是主要歌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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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罗星洲为吴江同里湖口的一个小岛，是同
里胜景之一，顾我钧尝作 《募修罗星洲并建阁筑
塘公启》云：“我同里之有罗星洲也，宛在中央。
藉为内蔽，临波涛于无地，远拟方壶，撑突兀于
中流，近同浮玉”［５６］。可见其风景颇佳。竹溪诗
社诸子倾慕罗星洲的美景，月夜游此限韵赋诗，
顾汝敬有诗 《月夜偕袁朴村景辂陈芝房家东岩弟
我鲁同游罗星洲即限罗星洲三字为韵》云：

尚余秋暑酷，不奈此宵何。携客远同
载，披荆一放歌。满篷风色好，映水月明
多。望里瀛洲近，天疑是大罗。（其一）
行行殊未远，水寺旧曾经。十里湖光

白，三更佛火青。临流疑捉月。倚阁欲扪
星，乘兴吹长笛，声声入杳冥。（其二）
凭高望不极，天外俨沧州。一笑鱼龙

静，高歌天地秋。霜钟清客耳，银汉澹归
舟，回首烟波渺，苍茫动远愁。（其三）［５７］

其一概写诸子泛舟湖上，在明月照耀下远看
罗星洲的美不胜收之感。后两首侧重具象描写罗
星洲的美景。诗人们登洲，回首是 “十里湖光”，
向前是 “三更佛火”，天上秋月皎洁，映在水中，
银汉无声，舟影澹澹漾漾，与歌声、笛声、霜钟
构成岑寂渺远的秋夜意境。三首小诗，将罗星洲
夜景写得清高淡远，极富神韵。袁景辂此会亦有
《秋夕同诸社友罗星洲玩月以洲名为韵》［５８］之作，
诗中 “水石惊涛浪，云霞灿绮罗”、 “空明涵万
象，皎洁失繁星”、 “水共遥村白，天连远岫青”
的描绘，在清代江南山水诗中皆为值得玩味的
秀句。
在水滨的社团文会活动中，他们也常以水上

风物为对象，笔下多见江南浪漫情调。鸳水联吟
社的诗人尝有对当地四种船———太平船、总宜
船、赤马船、乌篷船的联吟，这里试读其中
两首：

细雨疏烟外，凭谁两桨 。湖山终古
美，风景四时夸。唤渡沿花港，停桡傍酒

家。清游招近局，何似泛仙槎。［５９］

九姓渔家旧，生涯倚一篷。惯随潮上
下，只在浙西东。花月春江好，吹弹小妹
工。廿年鸥梦醒，谁复认衰翁。［６０］

细雨疏烟的湖山风景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柔

美的风情，诗中几乎没有对作为 “物”的船进行
描写，只有渔人和吹弹的妙龄女船工，更多的是
作为 “景”的花月春江、花港酒家、潮水荡漾的
迭现，而 “鸥梦醒”和 “认衰翁”的淡淡的伤感
其实只是 “泛仙槎”的一种衬托，映现的是高隐
的闲逸，世外的清幽和湖畔社集者的高雅。当
我们阅读更多的水滨社集诗时，可以发现他们
最常见的是描写如此情境的作品： “双髻潜修
处，清流水一湾。林高秋色敞，花老鸟声闲。诗
客能携屐，幽人定启关。为言同社客，有酒胜庐
山。”［６１］诗人在静观天地万物中，品味着自然造
化的生气流动，欣赏着流水带来的生机，用晚明
小品的清言方式与雅集者晤谈，互相激发性灵，
创造出自然与人文美感的欣遇辉映。
江南水国呈现出多种美学风貌，有杏花春雨

的闲逸潇洒，也有耕织渔桑的散淡宁静；有林泉
山石野放逍遥，也有引水莳竹的清远适性；有河
港汊湾的曲折逶迤，也有浩渺波浪的含宏万汇。
不管何种风貌，对于清代江南文人，都乐于联袂
吟诵，写到水便臻雅萃，道艺双美，产生了大量
的优秀作品。这固然是由于向往自然、唯美尚文
的诗意追求更贴近江南文人性情，同时也因山水
清嘉的自然生态足以承载江南文人心灵的栖宿。
清代江南文学社团的自然书写是心灵与环境

共感、文学想象与地缘情结融聚的知性书写，他
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其实也造就或放大了许

多文学地景。大量的作品连同其背后文学社团群
体活动的故事，都累积为某种地方性知识，成为
一种特有的兼具文学性和社会性的认知地图，是
我们回忆清代江南文人生活和文化生态的重要参

照，其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都值得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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